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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我们新发现了什么？ 

本书的来龙去脉 

本书的第一作者曾经在1999年1月出版了《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在2000年9月出
版了《生存与体验－－对一个红灯区的追踪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在，作为一个课题组，我们又奉献给读
者第三本关于红灯区的书。 

这本书是基于我们对四川省境内3个红灯区的考察。我们于2001年7月25日出发，到2001年9月3日返回，总计在现场
进行了40天的参与观察与访谈。 

参加现场工作的有：潘绥铭、刘振英、黄盈盈、王洁、张慧霞、杨蕊、潘滢。其中除了潘绥铭之外，全部是女性；
而且后5 位是前两位的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这项工作是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专项基金的项目，名称是《四川省城郊/路边性产业中的风险行为的形成因
素与最佳干预方式的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国家项目办和四川省项目办的大力支持。 

由于当地政府对该地的性产业都非常敏感，而且我们在现场工作时已经向当地政府承诺，决不透露该地的名称；因
此在这本书里，我们将不直接写出具体地名，而是使用代号。同时，出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本书中所涉及的任何场所
名称和个人姓名都是化名。 

本项目选择了A镇、B镇、C区这三个红灯区。它们都在成都以南的四川腹地，相距不超过50公里。它们都是镇一级
的行政建制，都是城郊、路边类型，都拥有数十家性产业营业场所。在我们调查期间，它们都处于正常营业状态，没有
遭到“扫黄”。 

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地方，是因为2001年3月－4月，本课题组的3位成员曾经专门到成都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半
径120公里的范围内，察看了性产业的概况。当时累计发现7个红灯区，都拥有20家以上性产业营业场所。但是到我们开
始执行项目的时候，其中的两个红灯区已经被扫除，短期内不会恢复，因此不得不舍弃。另外一个则是因为当地领导不
同意进行调查而放弃。最后一个则是该地由于自然萧条而规模缩小，只剩下不到10家营业场所，因此我们也放弃了。 

我们首先全体到达第一个地点A镇，在那里连续工作18天。这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2001年3－4月的“踩点”工作中，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到：A镇的性产业相对地历史悠久，经营方式已经非常规
范，组织管理也非常完善，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意识也相对更强。因此我们把它作为“较发达”的典型，试图首先从中获得
可供后来参照的信息。 



第二，那里的老板和小姐的安全感相对更强，更加容易接受我们的访谈。因此我们把它作为培训调查队伍和获得经
验的“练兵场”，然后再去突破难点。 

完成在A镇的工作后，我们原计划到一个县城的边缘地带，考察某个性产业场所多达80余家的著名红灯区，但是被
当地最高领导坚决制止，我们只好兵分两路，分别到B镇和C镇进行访谈，累计分别连续工作22天。 

我们运用“入住式社区考察”的方法，对位于3个不同县市内的3个红灯区、38家性产业经营场所进行了参与观察与
访谈。我们累计访谈和观察了142位小姐；38位客人；31位与性产业相关的男女。 

我们采用汇总资料、统一使用、集体讨论、分头撰稿的方式写作本书。黄盈盈撰写第10章；王洁撰写第9章；张慧
霞撰写第11章；杨蕊撰写第12章；潘滢部分撰写第2章；刘振英部分撰写第13章；王文卿也参加了撰写；其余为潘绥铭撰
写。 

我们要说些什么新东西？ 

时至2002年，关于“小姐”和红灯区的书虽然仍然很少，但是在报刊上和网上，各种文章正在逐步增加。普通人对
于这话题也已经不再陌生。 

本书如果仅仅是红灯区的地点不同，仅仅是材料更多、情节更细，那么我们就不会写这本书，读者也不会看了。 

我们将把自己的新收获呈现给大家。 

性产业工会 

性产业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它虽然在古今中外都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但是解决起来的方法却大相径庭。
在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里，尤其是在欧洲，对于性产业“非罪化”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人们日益乐于承认：性工作也
同样是一种工作；性工作者当然也就是一种工人；是工人就应该有自己的工会；有工会才能更好地管理性产业。 

当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中国是很难走上这条道路的。 

2000年5月，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要求中国允许妇女作为“性工作者”出租自己的身体。该委员会说：卖淫是妇女使
用自己的身体“从事再生产的权利”。 

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联合国《消除各种形式歧视妇女公约》的执行情况。我们中国是该公约的165个签字国之
一。但是该委员会的要求并没有任何强制的约束力，所以我国政府也就未予理睬。 

但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今天，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旧规都可能改变，哪怕仅仅是在局部和微观的层面上。 

我们三生有幸，遇到了一个性产业的“工会”。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中国的第一个；也不知道它将来的命运会如
何；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对那些睁眼看世界、睁眼看现实、真心诚意脚踏实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只顾
保官和做秀的人们，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准奴隶制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平面，那该多好啊。可惜，就在离性产业工会所在地不足百里的两个红灯区，我们却看到了
并且体验到了另一个极端：把女孩子们骗来、关起，逼着她们投入性产业。然后，翅膀长硬了的小姐们就会飞到别处
去。 

我们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红灯区，就连这样的单个的性服务场所也没有见过。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不是中国仅有的，
也不知道它们何时才会转型。但是我们却知道，目前这样的“扫黄”对它们仅仅是“风过草抬头”。因为从根本上来
说，这既不是由于老板们生性凶残，也不是由于简单的“地方保护主义”；而是“长官经济”的不可救药的产物，尽管
当地的性产业实际上确实并不是哪级政府或者任何官员所提倡或者鼓励的。 

“吧哥” 

他们是准奴隶制的产物，既是雇员又是帮凶。他们与珠江三角洲的“鸡头”相比，控制的小姐更多；与“妈咪”相比，
控制得更狠；与黑帮老大的“马仔”相比，没那么有权，与过去文艺作品里的“狗腿子”相比，则没那么恶心。 

客人与小姐的博弈 

过去，我们对小姐了解得相当多；这次对客人的了解也不少；可是最令我们开窍的却并不是任何一方的奇闻轶事，
而是双方之间的“打牌”。谁说小姐是来者不拒、见钱眼开、听凭摆布？谁说她们只能单方面地忍受“性剥削”和“性
奴役”？谁说客人就一定会欺负小姐？长期以来，这样的描述充斥了人们的大脑（包括我们自己），引导着人们的思路



和道德判断。它唯一的小毛病就是以偏概全。 

实际上，就像任何一种交易一样，就像中国加入“世贸”一样，在更多的情况下，“大个子”虽然凶，可是小个子
也有小个子的办法，最终要么双赢，要么双输，反正先得较量一番再说。尤其是，小姐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比我
们预想的要强，哪怕她是被迫投入这一行的也罢。 

小姐的业内感情纠葛 

小姐会不会爱上客人？那爱是爱人还是爱钱？客人会不会爱上小姐？那爱是爱人还是爱性？这样的问题，细琢磨一
下，实在是一叶障目（我们以前也是如此）。 

就是因为我们把小姐和客人之间的复杂多样的关系，给定义为单一的“做买卖”，我们就只能认为爱是不可能的。
其实，老话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因此，即使在一般的商战中，也经常发生仇敌相爱的事。那时，我们并没有大惊
小怪，也没有打死也不信，还常常演到电视上、电影里，让观众连眼泪带钱包一起往出掏。 

性病问题 

传播性病，这也是一般人歧视甚至仇视小姐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一个刚刚从农村出来的，甚至是在性产业里被
“开处”的小姐，她的性病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因此，小姐毫无疑问首先是性病的受害者。可是有人就是不服，
说：第一次嫖就被传染性病的客人，就不是受害者吗？结果，这变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变成了谴责
小姐“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的理论依据。 

其实，这既不是一个事实究竟如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逻辑推理的问题。这是一个价值观的争论：更应该同情谁？ 

我们并不隐瞒我们的道德立场，因此在我们大量、细致的记载中，您会更多地看到：预防性病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首先掌握在客人的手中，其次掌握在那些能够专业化的小姐手中。 

对策建议 

说实在的，我们对这题目早就烦透了。司马光如果不去砸缸，而是伸过去一些小枝小叶，能救得了谁？鲁迅先生早就说
过：你想开窗户，大家都会反对你；可是如果你说要拆房子，大家就会说：那还是开窗户吧。 

就我们所知，而且包括我们自己的建议在内，目前几乎一切所谓的“对策”都是折衷主义的范文。可是，所
谓折衷，其实只不过是双方互动的客观结果，逃也逃不掉的。如果一开始就朝着“折衷”前进，那么其结果就只
能跌落到四分之一的水平上。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也不能“因善小而不为”，而且在这方面，除了“加大扫黄力度”这样的昏话和废
话之外，就连鸡肠狗肚那么小的对策都很缺。所以，我们专门对于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工作提出了一些可操作的建
议。 

至于针对性产业的对策嘛，我们恐怕很快就没有建议权了，因为A镇的“工会”的实践，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
面。 

本书的新意 

实地访谈的资料永远是社会学的根基，也永远是做出任何一种道德判断的前提。因此，本书仍然花费了相当的篇幅
来做出一些基本的描述。尤其是，本书所写的这三个红灯区，与潘绥铭以前所调查过的红灯区都大不一样，而且第一个
红灯区与后两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更值得一书。 

在潘绥铭的前两本关于红灯区的书里有一种倾向，就是“材料不够，分析来凑”。现在我们的材料足够丰富了，因
此本书的写作风格也就变成“展示为主”。我们尽可能多地把实地访谈资料摆在书里，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话。我们希望
读者看了以后，能够得出自己的印象和认识，而不是听我们喋喋不休。 

本书的写作者都是社会学界的成员，因此我们试图运用一些社会学的成熟理论，对于性产业做出更加深入的分析和
解释。对于红灯区和性产业研究，乃至于所有亚文化群体的研究的发展来说，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描述
社会现实的层次之上，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研究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智慧和思想。尽管我们自己现在也还达不到这样的水
平，但是我们努力了。 

除了潘绥铭之外，本次社区考察的参与者都是女性。她们虽然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接触红灯区和小姐，但是获得的资
料却极为丰富和深入。她们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发现了许多男人不容易发现的现象，得出了许多男人理解不深的认识，
给本书极大地增辉。[1]例如，关于小姐们“破处”的情况、具体的性行为方式、使用安全套（避孕套）的情况等等，恐
怕男性就不容易访谈到。尤其是，她们还访谈了38个男客人，就更加难能可贵。 

当然，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如果对于社会学没兴趣，请只看最前面的第1－5章和最后面的第13－17章，中间的各个



章节不看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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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区对于社会学的意义 

所谓“卖淫嫖娼”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所谓“性产业”只是一种行业划分；所谓“扫黄”只是一种政策作秀；可是
红灯区却是一种现实地存在着的社会实体。如果其中没有某些与整个社会相通的、而且可以解释整个社会的东西，我们
也就不会屡次地紧紧抓住它不放了。 

红灯区的社会学意义非常重大。 

1.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在红灯区的里里外外，各个社会阶级一应俱全、壁垒森严、你死我活却又齐心协力，无
疑是研究阶层、生产关系和社会冲突的极好范例。 

2. 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在强大的扫黄压力下，红灯区却仍然能够成为现实的经济共同体，能够获利，能够长盛
不衰，能够协调方方面面的实际利益、意识形态冲突和个人的不同的理性选择。这，即使是仅仅从经济管理的层面上，
也足够我们研究一气了。 

3.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如果说“以男权中心的社会”主要地不是以男性的个人行为，而是以一种制度化的社会
结构来维系的话，那么红灯区就是最好的例子。凡是旨在揭示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如果没有涉及红灯区，那可就太不
可思议了。 

4. 从社会组织的视角来看，红灯区的老板们能够把情愿和不情愿的诸多小姐维系在一起；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夫妻店
却能够协调与整合为一个红灯区共同体；这里面如果没有什么值得深挖的奥妙，那才怪呢。 

5.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在红灯区里，老板们的社会网络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而小姐们却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自
己原有的社会网络，在红灯区的网络里又处于边缘状态，不得不去开拓自己的新网络，不得不与老板的网络发生“串
联”或者“并联”。这样易于剥离的线索，这样鲜明的对比，这样集两个极端于一身的状况，这样的网络交叉与延伸，
真真是社会网络理论得以创新的用武之地。 

6. 从社区研究的视角来看，至少对于当今中国的城市社会而言，我们实在找不出比红灯区更加标准的社区了。如果
任何一个居委会或者街道居然都能够被冠以“社区”之名，那么我们就更加没有丝毫理由不去着重地研究红灯区。红灯
区是自发形成的，不但内部高度同质而且所有的社会活动近乎单一，地理界线鲜明，具有自己独特的整合机制与运行机
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及其标志。可是，它又不是计划经济或者社会强制的产物，不是科层制的统一体，不是仅仅聚
居，不是昙花一现。所以，在当今中国，任何一种关于社区的理论，如果不是从红灯区研究中产生出来的，那就必然事
倍功半。 

7. 从社会设置的视角来看，红灯区无疑是一种越轨，但是它的独特社会学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越轨。在当今中国，许
许多多的越轨是违法不缺德，例如走私、浪费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则是缺德不违法，例如杀熟、落井下石等等。除了刑
事犯罪以外，既缺德又违法的越轨现象并不多，红灯区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红灯区既越轨又需求强劲市场广阔、既
被严打又被保护、既是千夫所指又是一些人的生计所在。甚至可以说，如果还有什么社会问题足以把中国人分成不共戴
天的两大阵营的话，那么红灯区不敢说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名列前茅的。因此，如果要研究越轨，要研究那“轨”是怎
么设置的，为什么设置的，又是怎么和为什么被“越”的，那么请到红灯区里来。 

…… 

反过来，红灯区对于社会学也具有极大的意义。 

1. 生产关系和财产所有制，究竟是不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一切社会运行的基础？如果不是，那么，实行自由
雇佣制度的Z镇与实行准奴隶制的B镇和C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在实行同一种生产关系的
性产业场所里，有的小姐是被迫的，有一些却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修正，例如“三种资本
理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可以在红灯区研究中得到检验。广而言之，红灯区就是社
会结构研究的麻雀和小白鼠。 

2. “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霸权”的重要支柱之一，它把个体的一切行为都解释为趋利避害的活动。我们在红
灯区里也确实看到：在同一的环境中，小姐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策略，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但是，这种
现象究竟是支持了“理性选择”理论还是证伪了它？也就是说，对于个人行为来说，最关键的问题究竟是主体靠什么作
出选择（靠情感冲动或者趋利避害），还是客观上的可选择余地到底有多大（环境允许作出什么样的和多大程度上的选
择）？这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主战场，而红灯区研究则完全可以成为社会学的反击前沿。 

3. 红灯区也是对于许多所谓“女性研究”的一种挑战。一方面，客人与小姐之间，究竟是一种“性别不平等”关
系，还是一种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也就是说，小姐究竟首先是“女人”，还是首先是“工人”？另一方面，我们究竟
应该仅仅盯住男人和女人来说事，还是应该把性别之间的权势关系，置于整个红灯区内外的社会结构之中来解释？如果
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至于堕入兴娼与废娼之争的深渊，就能对整个社会性别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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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过去的中国，社会如果想要组织起来，一靠纵向的集权，二靠横向的亲情；现在又加入了无孔不入的利益（所
谓金钱社会）。在红灯区里，这三种组织方式都存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
运行机制，那么就不仅仅是研究红灯区的成果，而是组织社会学的大成功；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成果，而是
真正的本土的原创。 

5. 红灯区的店与店之间的关系、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都呈现为个人网络的结构；可是在每个店里，老板与小姐之
间却是金字塔结构，政府的整体与红灯区的整体也是金字塔结构。那么，这两种性质的结构，为什么居然能够在同一个
时空里协调运行？究竟是社会网络理论过于平面了，还是科层结构理论过于狭窄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它们的结合点或
者冲突点，相信这两种理论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6. 红灯区是最标准的社区。因此，至少对于当今中国城市中的所谓“社区”来说，它能够解释几乎所有的理论难
点。难道因为单位分房而不得不聚居在某个地方的一群人就天然是社区？难道居委会从垂直领导变成居民选举，那个地
方就必然变成社区了？难道那些三教九流混居的地方、那些一盘散沙的地方、那些除了地理名字就无法指称它的地方，
也能够称之为“社区”吗？如果不解决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只是一味地作对策研究，那么不仅整个社区理论没前途，对
策至少也会是云山雾罩，甚至会南辕北辙。反之，红灯区研究不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可以促使我们回溯到问题的
本源：在中国，除了传统状态的村落之外，可曾有过社区？能不能制造社区？又为什么要造？ 

7. 当年毛主席写过《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中国存在？》；现在只要换成红灯区，就绝对是意义重大的经典社会学课
题。只不过需要更深入一些：文化是海，法律只是舟，还是相反？社会设置的基础究竟是利益还是民心？对红灯区的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究竟是金字塔的脚丫子风化了，还是墨迹扩散了，还是“煮豆燃豆萁”，还是“欠债还
钱”？ 

潘绥铭 等：《情境与感悟――西南中国3个红灯区探索》01（尚未出版） 

[1] 我们并不试图靠拢“女性视角”或者“女性主义”。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偏见，而是因为，按照我们的理解，所谓
“女性主义”只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它恰恰最反对“标准定义”和“思想大一统”。因此，我们根本就不打算给自己
贴上任何一种标签，哪怕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女性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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